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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旨在探究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的AI机器人PsyBot相较于一般干预方式的有效性，以及对不同严重程度

抑郁的干预效果。网络招募并筛选未接受心理或药物治疗、无躯体疾病、无酗酒且无自杀风险的轻度至中

重度抑郁被试共160名，随机分配到AI组和对照组，最终有效被试分别为71人和53人。AI组需在指定手机

应用程序（Psybot APP）完成由机器人提供的7周CBT干预，对照组需在相同APP中完成每日记录心情和

阅读科普。实验开始前和实验第3、5、7周均采用PHQ-9进行评估。结果显示：（1）干预第3周时，AI组

PHQ-9分数相较于对照组下降幅度更大（p=0.056，d=0.35），且第5、7周尤为显著（p=0.01/p<0.001，

d =0.47/0.53）；（2）两组PHQ-9得分在第7周时出现显著差异，AI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 

d=-0.44）；（3）中度和中重度在第3、5、7周均显著低于基线（p<0.001，d>2），且在第7周相较于第3

周再次显著降低，轻度被试干预前后的PHQ-9分数无显著差异；不同抑郁程度的分数下降幅度在第3周出现

显著差异（p<0.001，ηp
2=0.32），由大到小依次是中重度、中度和轻度，两两显著且持续至第5周和第7

周。结论：基于CBT的AI干预可有效改善抑郁症状，且在第3周开始起作用，7周可达更佳效果。同时，该干

预方式可能对中度和中重度抑郁有更显著的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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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郁症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精神心理疾病，常常表现为持续的心情低落或沮丧、快感缺失或对事物

失去兴趣，以及不同程度的社会功能损伤［1］。在全球范围内，患有抑郁症的人数超过 3 亿，约占总人

口的 4.4%［2］，且在逐年递增。一方面，亚临床抑郁群体（未达到抑郁症或心境障碍临床诊断标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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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了抑郁倾向或特征）若未得到及时有效的专业帮助，有发展为临床抑郁的风险［3］；另一方面，

近几年的新冠疫情除了造成身体健康困扰之外，也给人们带来了心理健康困扰，其中情绪健康问题尤为

凸显。研究发现，人们在疫情暴发后表现出了更多的抑郁情绪，重度抑郁障碍的发病率增加了 7%［4］。

心理干预和精神药物干预被证明是改善抑郁的有效方法，但仍有大量抑郁个体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

帮助。被研究者们广为提及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对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存在态度偏差，比如对心理

健康服务的效果和起作用的方面存在误解、不认为自己需要获得专业帮助，或者对心理健康困扰存在污

名化和病耻感，害怕被贴上负面的标签［5，6］；高昂的心理咨询或治疗费用是阻碍人们获取心理健康服务

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尤其在低收入地区［7，8，10］；此外，高质量心理健康服务资源短缺是全球面临的一

个难题，心理服务的高需求和低供给的问题在我国尤为严峻［7-9，11，12］。

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是缓解抑郁的有效手段［13］，随着互联网技术

的高速发展，基于网络的自助式认知行为治疗（self-guided internet-bas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ICBT）逐渐兴起，这种新型干预方式的有效性也得到了国内外不少研究的验证［14-21］。邦特罗克等人

（Buntrock et al.，2017）发现，相较于只进行网络心理教育的被试，基于网络的自助式心理干预在实验

完成后的 12 个月回访中出现重度抑郁的人数占比显著更少［20］；福尔塞尔等人（Forsell et al.，2017）通

过随机对照试验，证明了为期 10 周的 ICBT 对产前抑郁的干预有效性［14］；任志洪等人（2016）和杨（Yeung，

2018）等人用汉化版的 ICBT 产品 MOODGYM 验证线上自助式 CBT 对中国人的抑郁干预作用，两人的研

究结果均发现，相较于对照组，MOODGYM 对抑郁水平及抑郁症状起到了显著的缓解作用［22，23］。虽然

基于网络的自助式心理干预与传统的面对面心理干预（如谈话疗法）达到的效果持平，ICBT 并未表现出

更显著的干预效果［24，25］，但 ICBT 的低成本、标准化、易获得、一对多、不受限于时间空间等优势，

可较大程度弥补传统干预方法的不足，缓解心理服务的供需矛盾；另外，互联网独有的匿名属性可降低

人们对心理服务的心理门槛，更有意愿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随着智能手机日渐普及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数字化的心理干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以

移动客户端为载体而开发的心理健康类产品逐渐增多［26，38，39］，其中，基于智能聊天机器人（AI-chatbot）

的认知行为治疗逐渐成为一种较受大众喜爱的干预方式［27-29］。我国史梦璐等人（2018）曾探索了当来

访者认为咨询师是真人和认为咨询师是 AI 的条件下感知到的咨询效果的差异，结果发现两种条件下的

咨询效果无显著差异，且当被告知咨询师是 AI 时，来访者在倾诉时会有更少的顾虑，且同样进行了思考、

获得了情感支持［30］。国外已有不少较成熟 AI 心理健康产品，比如 Woebot［31］、Tess［32，33］和 Wysa［34］，

这类产品对抑郁情绪的干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实证研究的验证。我国也少许类似产品，但对于有效性的

研究仅有一篇。刘浩（2022）等人发现，相比传统的阅读疗法，通过聊天机器人提供的认知行为疗法，

能达到显著更高的干预效果［35］，但并未进一步探究以聊天机器人为载体的干预方式对不同程度抑郁的

干预效果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托鲁斯等人（Torous et al.，2018）曾对市面上大量的心理健康类应用程

序（APP）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发现较低的用户参与度是这类 APP 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36］。传统的

面对面心理治疗需要进行 20 次后才能达到 50% 的改善率，在 50 次后能达到 75% 的改善率［37］，直接参

照传统干预周期设计心理健康类产品，用户的参与度会遇到更大挑战。因此，本研究也试图探究一种最

佳的数字干预周期，同时确保干预效果和用户参与度。

综上，本研究拟探究基于聊天机器人的自助式干预：（1）相较于一般的干预方式是否具有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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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效果；（2）是否对于不同程度的抑郁有不同的干预效果；（3）是否存在最佳干预周期。

2  方法

2.1  被试

通过网络发布招募信息，共 283 人报名，排除 123 名 PHQ-9 得分小于 6 分或大于 19 分，或 PHQ-9

的自杀条目得分大于 2，或正在接受心理 / 药物治疗，或有躯体疾病，或酗酒的被试，符合入组要求的

被试共 160 人。将符合要求的被试通过随机化法分到 AI 组或对照组，分别为 80 人，具体方法为：使用

Excel 产生随机数，若被试对应的随机数为偶数则进入 AI 组，为奇数则进入对照组。所有被试（包括排

除的被试）在实验开始前，均详细了解实验内容及流程，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入组后，因个人原因未正

式开启实验的被试共 36 人，最终 AI 组和对照组的有效被试分别为 71 人和 53 人，流程如图 1 所示，两

组被试的人口学信息如表 1 所示。

283 人报名

160 人符合入组标准

124 人成功入组

排除正在接受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或有躯体疾病，或酗酒，或
PHQ-9 总分小于 6 分或大于 19 分或最后一题自杀题得分大于 2 的被试

n=123

剔除入组后因各种原因自愿退出，或因未取得联系导致未成功开通
平台账号的被试

n=36

AI 组
n=71

对照组
n=53

完成第 3 周评估
n=44

完成第 5 周评估
n=44

完成第 5 周评估
n=42

完成第 7 周评估
n=36

完成第 7 周评估
n=44

完成第 3 周评估
n=45

图 1  被试流程图

Figure 1 Flowchart of participant enrolment and completion

表 1  被试人口学信息描述统计

Table 1 Demographic data of participants

AI 组（n=71） 对照组（n=53） t/χ2（Cohen’s d） p
性别（%）

男 18（25.35%） 12（22.64%）
0.12 0.73

女 53（74.65%） 41（7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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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组（n=71） 对照组（n=53） t/χ2（Cohen’s d） p
年龄（SD） 24.11（5.19） 24（6.45） 0.11（0.02） 0.91

受教育程度（%）
硕士及以上 22（30.98%） 12（22.64%）

1.16 0.76
本科 44（61.97%） 37（69.81%）
大专 2（2.82%） 2（3.77%）
高中 3（4.23%） 2（3.77%）

注：*p<0.05，**p<0.01，***p<0.001，Cohen’s d 为效应量，下同。

2.2  干预

如表 2 所示，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的 AI 干预包括：（1）每周 1 次的会谈（共 8 次会谈），包括首次

的量表评估与半结构化访谈评估、基于认知行为疗法（CBT）的干预会谈和最后一次总结会谈；（2）每

天 1 次与会谈内容配套的练习（共 49 次），强化巩固会谈效果，同时获得轻量的情绪舒缓技巧；（3）每

日情绪日记，包括心情评分（1 表示非常消极，5 表示非常积极）、情绪命名和记录困扰事件；（4）每

日心理健康教育，了解抑郁相关的科普知识。对照组只需完成每日情绪日记和心理健康教育。

表 2  AI 组每次会谈内容

Table 2 Overview of the 7-week chatbot-delivered CBT intervention in the AI intervention group

进度 会谈内容
评估会谈（第一次） 情绪评估，建立目标，签订承诺

第二次 识别自动想法，了解情绪、想法和行为的关系，区别想法与事实
第三次 识别自动想法，追踪某一特定信念的变化，成本—效益分析，行为激活
第四次 检查证据，行为激活
第五次 识别潜在的规则或假设，发展适应性的规则或假设，行为激活
第六次 打破双重标准，沟通技能练习，行为激活
第七次 角色扮演，问题解决技能训练，行为激活

总结会谈 总结回顾，情绪评估

2.3  实验流程

两组被试正式开通实验平台账户后，即开启为期 7 周的实验。AI 组需每天完成由聊天机器人提供的

数字干预内容，对照组需每天完成心情日记和阅读心理科普。实验开始的第 1 周、第 3 周、第 5 周和第

7 周分别通过干预机器人对两组进行阶段性评估（即完成阶段性评估的被试均完成了评估之前的干预内

容），实验结束后，对照组也可免费获得同样的 AI 干预。

2.4  观测工具

使用病人健康问卷（PHQ-9）来测量被试的抑郁程度。共包含 9 个条目，单条目分数范围为 0 ～ 3 分，

总分范围为 0 ～ 27 分，0 ～ 4 为无抑郁，5 ～ 9 为轻度抑郁，10 ～ 14 为中度抑郁，15 ～ 19 分为中重度抑郁，

20 以上则为重度抑郁。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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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数据分析

实验数据使用 SPSS（第 21 版）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将缺失值和超过 3 个标准差的数据用同组均值

补齐。采用卡方检验和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干预组和对照组的人口学变量和基线值的差异显著性，采用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Repeated ANOVA）分析组间干预效果的差异显著性。当方差分析结果显著时，采

用 Bonferroni 进行事后比较（Post-hoc）。在分析结果中，p 值表示统计学上的差异显著性，p<0.05 意味

着差异是显著的，p 值越小，表示统计学意义上差异越显著，“ns”表示差异不显著。t 检验的效应量用

Cohen’s d 表示，小于 0.2 则为小效应量，0.2 ～ 0.5 为中效应量，大于 0.5 则为高效应量；方差分析的效

应量用 η p
2 表示，小于 0.01 为小效应量，0.01 ～ 0.59 为中效应量，大于 0.59 则为高效应量。缺失值和

极端值（超过 3 个标准差的值）通过组内均值补齐。

3  结果

3.1  基线分析

两组被试在人口学信息，如性别（χ2=0.12，p=0.73）、年龄（t=0.11，p=0.91，Cohen’s d=0.24）和

受教育水平（χ2=1.16，p=0.76）方面无显著差异；在抑郁得分（t=1.31，p=0.19，Cohen’s d=0.24）和各

程度的人数分布上（χ2=5.52，p=0.06）也无显著差异。

3.2  主要结果分析

3.2.1  AI 组和对照组 PHQ-9 分数差异分析

以干预方式（数字干预 vs 一般干预）为组间变量，以测量时间（第 0 周 vs 第 3 周 vs 第 5 周 vs 第 7 周）为组

内变量，PHQ-9 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 2*4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施测时间主效应（F（3，366）=95.84， 

p<0.001，η p
2=0.44） 和 交 互 作 用（F（3，366）=4.59，p=0.006，η p

2=0.04） 均 显 著， 组 间 效 应 不 显 著 

（F（1，122）=1.27，p=0.26，η p
2=0.01）。事后分析发现，两组被试在干预前、第 3 周和第 5 周的 PHQ-9

得分上均未表现出显著差异（t 第 0 周 =1.31，p=0.19，Cohen’s d=0.24；t 第 3 周 =-0.83，p=0.41，Cohen’s d=-0.15； 

t 第 5 周 =-1.71，p=0.09，Cohen’s d=-0.31），在实验进行第 7 周时，两组 PHQ-9 得分差异显著（t 第 7 周 =-2.43，

p<0.05，Cohen’s d=-0.44），AI 组的抑郁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如表 3 和图 2 所示。

表 3  AI 组和对照组在不同施测时间观测到的 PHQ-9 均值和基线的差值均值及组间和组内差异显著性

Table 3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PHQ-9 scores and the differences compared with baseline at 

different weeks,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difference between baseline and follow up scores from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wait list control group and within-group and between-group effect sizes

PHQ-9 原始分 PHQ-9 下降值
AI 组 对照组 t 组间（ES） AI 组 对照组 t 组间（ES）

T0 均值（SD） 11.80（3.39） 10.98（3.52） 1.31（0.24）
T3 均值（SD） 7.71（3.16） 8.18（3.08） -0.83（-0.15） 4.09（4.03） 2.80（3.13） 1.93（0.35）

t 组内（T0，T3）（ES） 9.37（1.27）*** 5.55（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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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Q-9 原始分 PHQ-9 下降值
AI 组 对照组 t 组间（ES） AI 组 对照组 t 组间（ES）

T5 均值（SD） 6.48（3.31） 7.49（3.20） -1.71（-0.31） 5.33（4.11） 3.49（3.54） 2.60（0.47）*

t 组内（T3，T5）（ES） 3.96（0.39）** 1.92（0.22）
T7 均值（SD） 6.03（2.57） 7.35（3.49） -2.43（-0.44*） 5.78（4.68） 3.63（4.09） 2.90（0.53）**

t 组内（T5，T7）（ES） 1.38（0.14） 0.37（0.04）

注：T0= 基线，T3= 第 3 周，T5= 第 5 周，T7= 第 7 周；AI 组 71 人，对照组 53 人；PHQ-9 即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PHQ-9 原始分为各施测时间测得的分数，PHQ-9 下降值为基线值与各施测时间测得的分数之差；

ES=Cohen’s d。

图 2  AI 组和对照组在不同施测时间的 PHQ-9 得分

Figure 2 PHQ-9 scores across participants from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wait list control group 

at baseline, 3-week, 5-week and 7-week

3.2.2  AI 组和对照组 PHQ-9 变化幅度差异分析

以干预方式为自变量（数字干预 vs 一般干预），各施测时间测得的分数与基线值之差为因变量进

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实验进行至第 3 周时，两组被试的 PHQ-9 分数变化的差异呈现出边缘

显著，AI 组的 PHQ-9 得分下降幅度大于对照组（t=1.93，p=0.056，Cohen’s d=0.35）；实验进行至第 5

周和第 7 周时，两组分值变化差异均显著，AI 组的 PHQ-9 得分下降幅度均显著大于对照组（tT3=2.60，

p=0.01，Cohen’s d=0.47；t 第 7 周 =2.896，p<0.001，Cohen’s d=0.53）。

3.3  不同抑郁程度的干预效果差异分析

以 AI 组的不同抑郁程度（轻度 vs 中度 vs 中重度）为组间因子，以施测时间为重复测量因子，将

PHQ-9 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施测时间主效应（F（3，204）=97.68，

p<0.001，η p
2=0.59）、抑郁程度主效应（F（2，68）=13.40，p<0.001，η p

2=0.28）和两因素的交互作用 

（F（6，204）=13.40，p<0.001，η p
2=0.28）均显著。事后分析发现，相比干预前，轻度抑郁被试第 3 周、

第 5 周和第 7 周 PHQ-9 得分均未表现出显著的下降（t 第 3 周 =1.03，p=1，Cohen’s d=0.28；t 第 5 周 =2.77， 

p=0.40，Cohen’s d=0.75；t 第 7 周 =2.26，p=1，Cohen’s d=0.61），而中度（t 第 3 周 =8.82，p<0.001，Cohen’s d=1.57；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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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第 5 周 =11.04，p<0.001，Cohen’s d=1.96；t 第 7 周 =12.19，p<0.001，Cohen’s d=2.17）和中重度抑郁被试（t 第 3 周 =9.77， 

p<0.001，Cohen’s d=2.80；t 第 5 周 =11.94，p<0.001，Cohen’s d=3.43；t 第 7 周 =13.38，p<0.001，Cohen’s d=3.84） 

的 PHQ-9 得分均显著降低；此外，中度抑郁被试在第 3 周和第 7 周测得的 PHQ-9 得分差异出现边缘显

著（t=3.37，p=0.059，Cohen’s d=0.6），中重度抑郁被试在这两个时间得分也表现出显著差异（t=3.61，

p<0.05，Cohen’s d=1.04），如图 3 所示。

图 3  AI 组不同干预程度在不同施测时间测得的 PHQ-9 分数

Figure 3 PHQ-9 scores across participan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severity from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t baseline, 3-week, 5-week and 7-week

以 AI 组的不同抑郁程度（轻度 vs 中度 vs 中重度）为组间因子，PHQ-9 基线值与各施测时间测得

的值之差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实验进行至第 3 周时，不同抑郁程度被试的 PHQ-9

分数变化差异显著（F（2，68）=16.27，p<0.001，η p
2=0.32），中度抑郁被试的分数下降幅度显著大于

轻度抑郁被试（t=3.55，p<0.01，Cohen’s d=1.03），中重度被试的分数下降幅度显著大于中度（t=3.24，

p<0.01，Cohen’s d=0.99） 和 轻 度 抑 郁 被 试（t=5.69，p<0.001，Cohen’s d=2.02）； 在 第 5 周 和 第 7 周

时，中度抑郁被试的分数下降幅度依旧显著大于轻度抑郁被试（t 第 5 周 =3.34，p<0.01，Cohen’s d=0.97； 

t 第 7 周 =5.05，p<0.001，Cohen’s d=1.47），中重度被试的分数下降幅度依旧显著大于中度（t 第 5 周 =3.84，

p<0.001，Cohen’s d=1.17；t 第 7 周 =5.16，p<0.001，Cohen’s d=1.57） 和 轻 度 抑 郁 被 试（t=8.57，p<0.001，

Cohen’s d=3.04），如表 4 所示。

表 4  AI 组不同抑郁程度被试在不同施测时间的 PHQ-9 得分与基线得分之差的对比

Table 4 Mean difference in the PHQ-9 scores across participan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severity from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t 3-week, 5-week and 7-week as compared to baseline

施测时间
轻度（n=17） 中度（n=39） 中重度（n=15）

F p η p
2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第 3 周 0.75 2.99 4.22 2.95 7.53 4.60 13.43 <0.001*** 0.32
第 5 周 2.01 3.40 5.28 3.08 9.21 4.01 18.23 <0.001*** 0.35
第 7 周 1.63 1.69 5.83 2.81 10.32 3.88 36.75 <0.001***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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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被试留存率

AI 组被试中，61.97%（44/71）坚持至第 3 周，59.15%（42/71）坚持至第 5 周，50.7%（36/71）坚

持至第 7 周；对照组被试中，84.9%（45/53）坚持至第 3 周，83%（44/53）坚持至第 5 周和第 7 周。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为 CBT 聊天机器人（AI）对抑郁的干预有效性提供了补充证据，且在验证其干预有效的同时，

探索了该数字化干预对不同抑郁程度的干预作用及最佳干预周期。在整体干预有效性方面，接受 AI 干

预的被试在干预进行至第 3 周时，PHQ-9 得分显著低于干预前，第 5 周再次显著降低（相较于第 3 周），

且干预效果持续至第 7 周，并在第 7 周时显著低于对照组。在不同抑郁程度的干预有效性方面，随着干

预的进行，轻度抑郁被试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改善，而中度和中重度抑郁被试的抑郁情况在第 3 周均得到

了显著的改善，且改善效果在第 5 周和第 7 周得以维持；另外，相较于第 3 周，中重度抑郁被试的抑郁

情况在第 7 周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从结果可以发现，相较于干预前，AI 组和对照组的 PHQ-9 在第 3 周均显著降低，组间差异到第 7

周才出现显著，这与以往研究中在干预第 2 ～ 4 周便出现组间显著差异的结果不一致［31-34］。以往研究中，

对照组需要阅读心理健康电子书（即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而本研究的对照组在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上，

还需要完成心情日记，这个任务需要被试每天对自己的心情命名，并记录情绪强度和诱发这种心情的事

情，这可能提升了对照组被试对自我情绪的觉察和理解能力［40］，从而产生了一些干预效果。另一方面，

虽然从 PHQ-9 得分来看，干预第 7 周才开始出现显著的组间差异，但从分数下降幅度来看，干预第 3 周时，

AI 干预组的分数下降幅度已显著大于对照组，说明两组的抑郁缓解程度在第 3 周已经表现出显著差异性，

且随着干预的进行，差异性越来越显著。

从不同抑郁程度被试的干预效果来看，轻度抑郁的被试在经 AI 干预后没有获得显著的改善，中度

和中重度抑郁在第 3 周时得到了显著改善，并且在第 7 周再次出现改善；对对照组进行分析发现，轻度

抑郁被试经一般干预后同样未表现出显著的改善（t 第 3 周 =1.47，p=1，Cohen’s d=0.35；t 第 5 周 =2.07，p=1，

Cohen’s d=0.49；t 第 7 周 =2.08，p=1，Cohen’s d=0.49），而中度和中重度抑郁被试只在第 3 周得到显著改

善。也就是说，两种干预方式对轻度抑郁均未产生显著的干预效果，但对中度及中重度抑郁被试起到了

一定的干预效果，且 AI 干预的效果会随干预周期的增加而进一步提升。实际上，福鲁沙尼（Foroushani，

2011）［41］和克莱因（Klein，2016，2017）［42，43］等人的研究已经证明了基于网络或计算机的数字化干

预对轻度及中度抑郁患者的干预有效性，而本研究并未发现对轻度抑郁被试的干预有效性，这可能由于

本次研究环境是非临床环境。一方面，在非临床环境下，轻度抑郁被试的参与动机不全是寻求治疗导向

（Treatment-seeking），且改善动机不足［44］；另一方面，本次只用了 PHQ-9 作为因变量指标，没有从

抑郁表现的其他方面（如思维反刍、情绪低落、快感缺失、社会功能受损等）进行多维度评估。所以轻

度抑郁被试虽在总体抑郁得分上无显著变化，但可能在其他抑郁表现方面获得了改善。

另外，经 AI 干预的被试在干预第 5 周和第 7 周再次出现了显著的干预效果，也就是说，越是坚持

到最后越能获得更好的效果。除了干预周期本身可能起到的作用外，被试的投入程度可能也是其中一个

因素，即随着干预的进行，被试在这个干预过程有更多的投入，这可能会对干预效果产生促进作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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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还需进一步的实验探究其机制。

5  不足和展望

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待优化的地方。第一，由于缺少空白对照，难以完全控制由时

间带来的自然缓解作用。不过，即便两组被试的干预效果均有一部分来自自然缓解，AI 组的缓解程度也

显著大于对照组。第二，整个实验的是远程进行的，这种情况下：（1）被试更容易流失，因此出于尽

可能方便被试完成实验的考虑，实验仅使用 PHQ-9 作为主要的因变量指标，而未使用更多维度指标对

干预效果进行观测；（2）数据信噪更容易受到影响［44］，即数据质量不可控，未来可考虑在干预计划中

加入低强度的真人教练，以提高数据的信度，同时探究真人与 AI 结合的干预方式是否能达到更好的效

果［45］；（3）虽然通过电话对满足入组标准的参与者做了进一步的筛查，但难以通过面对面结构化访谈

对被试进行更严格的入组和排除操作，导致入组的被试可能与真实的抑郁情况有出入，在之后的研究中

需通过多种方式对被试进行入组筛查。第三，如讨论中所述，由于本研究是非临床环境，被试的改善动

机弱于临床实验被试，因此除了报酬这一外部诱因之外，还需要有更多方式来激活被试的动机，以期达

到更好的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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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iveness of a Chatbot-deliver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Depression

Huang Xing1 Lv Hao1 Gu Keyu1 Luo Xinni2

1. Lianxin Technology, Lianxin Research Institute, Hangzhou;
2. The Affiliated Brain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Abstract: We investigated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an AI robot based on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 and it’s specificity for different depression severity. Methods: A total of 160 participants who 
scored between 6 and 19 in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AI intervention group or the control group, with 71 and 53 subjects were includ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respectively. The AI intervention group completed 7-week chatbot-delivered CBT including weekly 
sessions with different themes and daily exercises through the PSYBOT Application. The control group 
(waitlist) were required to give their mood ratings and read mental health science articles daily through 
the same platform for 7 weeks. All outcomes were measured through the PHQ-9 at baseline, and at the 
end of the third, fifth and seventh week of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Participants in the AI group showed 
improvements in depressive symptom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he 7-week intervention, 
as indicated by decreased scores in the PHQ-9 (p<0.05, d=-0.44). At the end of the 3rd week of the chat 
bot-delivered CBT intervention, significant effects were found among participants with moderate and 
moderately severe depression (p<0.001, d>2) but not in mildly depressed subjects. The effects remained 
constant and were further in the 5th and the 7th week of intervention. Conclusions: Chatbot-delivered 
CBT may serve as a possible modality in alleviating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people with moderate 
and moderately severe depression. Multi-dimensional dependent variable indicators need to be used for 
further verification.
Key words: Chatbot-delivered intervention;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Digital intervention; 
Depression; AI


